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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风险、灾害、危机研究

专栏导语： 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

张海波

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知识生产，以实现对现象世界的认识。自
１９７０年代起，社会科学就已经开始试图认知并描述１９５０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现象
世界的内在变化，“增长的极限”“寂静的春天”“历史的终结”“后工业社会”
“后现代社会”这些概念框架都属此例；尤其是“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明确
地表述了这一变化的内在属性。根据“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者、德国社会学
家乌尔里希·贝克（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１９９２）的理解，现代化既是生产力指数式增
长的过程，也是风险制造的过程，风险的制造是生产力指数式增长的负面后果，
一旦这些负面后果超过了生产力增长的收益，风险就会取代增长而成为历史发
展的主导逻辑，工业社会也就按照自身逻辑发展到了风险社会阶段。风险社会
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２０００）则
认为，风险社会来临的标志是内部风险（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ｉｓｋ）超越外部风险（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ｉｓｋ）而占据主导地位。无论采取哪一种标准来看，风险社会都已然来临。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面向工业社会。
这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是分学科的，而学科多产生于工业社会，
它们本质上都是对工业社会现象世界的认知，是工业社会现实问题的知识映射。
例如，社会学产生于１９世纪上半叶，心理学则产生于１９世纪末期，管理学、
政治科学则都出现于２０世纪上半叶。

更为关键的是，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之所以区别于哲学和人文学科而成
为“科学”，还在于它在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的借鉴。
例如，“社会学”这一学科最初的名称就是“社会物理学”。在牛顿物理学看
来，世界是有序的，自然科学只研究物质世界的有序性；与之相应，社会科学
也只关注了社会世界的有序性。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生产多研究有序的

１

 张海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常态现象，而极少关注失序的非常态现象；传统的社会科学多研究发展问题，
而极少研究风险问题。然而，在风险社会，有序的常态现象减少，失序的非常
态现象增多，且有序与失序之间的转换加速。常规的知识对我们经历灾难通常
用“百年一遇”等字眼“一言以蔽之”，但这并不能缓解公众的安全焦虑，因
为这些知识并不能帮助他们有效地理解和应对风险社会。因此，从知识生产的
内在逻辑来看，仅凭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已经难以满足风险社会中人类认识
现象世界的需要，我们急需发展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

伴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对于失序的非常态现象，传统的社会学科在知识
生产上已经做出了一些回应，我们也已经认识到这些知识对于解释风险社会现
象世界的重要性，对这些知识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这些知识在不同的传统学科
中几乎同时产生，这显然并不是巧合，而是传统的社会科学知识对风险社会的
不约而同的反应。就其主体而言，这些知识沿着下列核心概念展开。

（１）风险（Ｒｉｓｋ）。关于风险的知识主要散落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
在经济学领域，虽然保险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至１４世纪的海上保险，但保险学
的大规模学科化却是在１９７０年代。进入１９８０年代以后，股票市场的动荡激发
了关于金融风险的研究，催生了行为金融学等新的知识体系。大约与此同时，
心理学关于风险感知的重要研究也得到了飞跃发展，并在公共政策中得以广泛
应用。在社会学领域，贝克、吉登斯和拉什（Ｓｃｏｔｔ Ｌａｓｈ）等提出的风险社会理
论使得风险语义甚至超越了经济语义（Ｂｅｃｋ，１９９２；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９０；Ｌａｓｈ，
１９９３）。卢曼（Ｎｉｋｌａｓ Ｌｕｈｍａｎｎ）（Ｌｕ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３）对风险的系统分析也提供了
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深刻洞察。

（２）灾害（Ｄｉｓａｓｔｅｒ）。美苏“冷战”的核战争阴影直接激发了灾害社会学，
关注核阴影下的集体行动，这是芝加哥学派集体行动研究对风险社会的初次回
应，也被称为灾害研究的人类行为学派。克兰特利（Ｅｎｒｉｃｏ Ｑｕａｒａｎｔｅｌｌｉ）
（Ｑｕａｒａｎｔｅｌｌｉ，１９６６）和戴利斯（Ｒｕｓｓｅｌ Ｄｙｎｅｓ）（Ｄｙｎｅｓ，１９７０）开始探索经典组
织理论无法解释的灾害情境下的有组织行为。与此同时，地理学的灾害研究也
发生了重大转向，美国学者怀特（Ｇｉｌｂｅｒｔ Ｗｈｉｔｅ） （Ｗｈｉｔｅ，１９４５）的博士论文
《人类对洪水的适应》（Ｈｕｍ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Ｆｌｏｏｄｓ）将地理学的灾害研究引向人
类自身，这也被称为灾害研究的人类生态学派。紧随其后，灾害社会学的发展
催生了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领域的应急管理研究，开始解释灾害情境下的政府
结构及其合作行为。

（３）危机（Ｃｒｉｓｉｓ）。在政治学领域，美国政治学者赫尔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６９）在１９６０年代将危机作为学术概念引入国际冲突研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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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代，政治学者罗森塔尔（Ｕｒｉｅｌ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１９８９）等扩展了
赫尔曼对危机的定义，将“慢性危机” （Ｃｒｅｅｐｉｎｇ Ｃｒｉｓｉｓ）也纳入研究范畴，与
“急性危机”（Ｉｎｓｔａｎｔ Ｃｒｉｓｉｓ）相对，使得对危机的理解跳出决策论的狭窄界定而
成为广义的管理学议题，“三里岛核泄漏”“挑战者号爆炸”等一系列现象事件
的发生也激发了管理学对危机的研究。作为政治传播的延伸，传播学中出现了
危机传播的研究。

（４）安全。中文的“安全”在英文中有两个对应的概念：一是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主
要指由于主观原因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国学者沃尔弗斯（Ａｒｎｏ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
（Ｗｏｌｆｅｒｓ，１９５２）发表的论文《“国家安全”：一个含糊的符号》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ｓ ａｎ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Ｓｙｍｂｏｌ）开启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在“冷战”
结束后，安全研究又衍生出非传统安全（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研究。二是
Ｓａｆｅｔｙ，主要是指由于客观原因引发的安全问题。这种意义上的安全主要出现于
安全科学的语境中，指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防护，本身就是工业化风险的对
冲机制，“职业安全”（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为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的简
称）、“公共安全”（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为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的简称）这两个概
念也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应用。
１９５０年代以后，伴随着对风险社会的认识深化，这些知识也开始在分支学

科中逐步发展；时至今日，这些知识都有成为“显学”之势。究其原因，还在
于随着风险社会的不断演进，现象世界的失序开始增多，对理解和应对失序的
知识需求也就自然“水涨船高”。

由于有序和失序是连续的，因此关于有序的知识对于理解失序也有帮助。
这就意味着，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也不能完全脱离工业社会的知识生产，而是
需要与工业社会的知识生产贯通起来。这也是风险社会的准确涵义，风险社会
是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风险社会向前包含了工业社会。

与此同时，对于牛顿物理学的还原论（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的反思也开始发展，
先是系统论出现，批判将整体还原成部分的方法论，强调从整体来认识现象世
界；随后是复杂性理论，强调总体的涌现（从部分中生成总体）。这也为社会科
学提供了里程牌式的启示，站在这一方法论立场来看，工业社会中社会科学生
产的知识是分支性知识。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社会则是整体性社会，不仅
风险社会是整体性社会，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也是连续的，而非离散的。因此，
如果还是一味固守还原论的方法论立场，知识生产就会越来越远离现象世界，
也就越容易沦为知识生产者的“文字游戏”“模型游戏”或是“发表游戏”。

以上分别谈到的其实就是关于知识生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据这两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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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划分，我们可以将知识生产初步分为四种类型，见图１。
（１）用还原论来描述、解释和预测工业社会的现象世界，可以产生关于有

序的分支性知识（简称“有序分支性知识”）。
（２）用还原论来描述、解释和预测风险社会的现象世界，可以产生关于无

序的分支性知识（简称“无序分支性知识”）。
（３）用涌现论来描述、解释和预测工业社会的现象世界，可以产生关于有

序的整体性知识（简称“有序整体性知识”）。
（４）用涌现论来描述、解释和预测风险社会的现象世界，可以产生关于无

序的整体性知识（简称“无序整体性知识”）。

本
体
论
　
　

有序分支性知识 有序整体性知识
无序分支性知识 无序整体性知识

认识论
图１　 知识生产的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我们发展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需要无序整体性知识，它对风险社会具
有更好的解释力。这也是我们在南京大学推动风险、灾害、危机、安全多学科
研究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知识已经失去价值；恰恰相反，另外三种
知识的发展也有利于无序整体性知识的生产。例如，由于无序整体性知识可以
来自于无序分支性知识的涌现，因此无序分支性知识越发展，无序整体性知识
也可能越发展。又如，由于有序和无序是连续迭代转换的，因此有序分支性知
识有助于理解无序分支性知识。同理，由于有序和无序的连续迭代转换，有序
整体性知识也有助于理解无序整体性知识。

写论文就是生产知识。从上述的观点来看，这组专栏的五篇文章都可视为
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都应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风险社会的理解。

黄策、邓燕华的论文《突发性责任事故的信息搜集与披露———基于央地信
息沟通的视角》运用博弈论模型对突发事件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在信息的搜集和
披露上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博弈论可以为个体间的关系提供确定性的
分析，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些行
动逻辑所产生的后果，这就为理解突发事件条件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提供了明
确的视角。在结论上，作者认为，对地方隐瞒信息的惩罚，并非越大越好，而
应找到一个合适的区间。这可能是正确的，富有启发且有现实意义。

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知识体系中，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已经是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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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论来分析突发事件情境下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非常值得赞赏，
这可以为失序状态下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提供分析方法和理解路径。从这一点
来看，这篇论文可以结合中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情境，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
有所发展：

第一，中国对突发事件实行分类管理，将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涉及的管理部门也并不相同。那么，
在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中，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否会有所不同？从经验上看，中
央和地方在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中的博弈可能会有所不同。

第二，中国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分为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救援与处
置、善后与恢复四个时期，在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的角色可能不同，因而中
央和地方的博弈也可能有所不同。

第三，中央和地方仍然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在现实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
中央往往是指具体的部门，比如安监总局、环保局、民政部等，而地方则有党
委和政府的差异，应急管理的责任主体是政府，但实际的决策主体却是党委。
而且，具体的突发事件往往都不是单一事件，都是所谓的“系统风险”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ｓｋ）或“跨界危机”（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ｒｉｓｉｓ），涉及的部门往往不止一
个，因此，中央和地方都不是整体，中央的部门间、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间往往
也存在博弈关系，实际的情形可能更为复杂。虽然博弈论是一种形式理论
（Ｆｏｒ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需要进行一些条件限定，但仍然可以尝试进入中央和地方内
部进行更为精细的分析。

陈玲、李利利的论文《政府决策与邻避运动：公共项目决策中的社会稳定
风险触发机制及改进方向》运用单一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构建的三阶段的分析
框架，对“邻避”项目决策中的政府角色进行了全过程分析。与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以项目为对象不同的是，这篇文章聚焦了政府在“邻避”项目中的角色，
这是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作者识别了这一项目
决策过程中的风险。这些结论无疑具有较强的政策应用价值。从常态向非常态
的转化来看，政府为应对非常态的努力实际上只能脱胎于常态治理，因此如何
将政府为应对非常态的努力嵌入常态治理中是现实操作的难点。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看到了问题。后续的研究则可以尝试如何解决问题，尤其是风险沟通的
问题。

陶鹏的论文《灾害批示与公共组织学习演进机制：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为
例》，以安全生产的多起案例为资料，将灾害批示与组织学习联系起来，非常有
新意。灾害批示是中国的制度情境中比较特殊的行政沟通方式，尤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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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文的基础上，从灾害批示到组织学习的逻辑链条中还可以包括如下问题：
第一，灾害批示本身是否存在差异？灾害初期的批示和灾害后期的批示的作用
是否相同？第二，是否所有的灾害批示都能促进组织学习？如果不是，为什么
有的灾害批示能够促进组织学习，而有的灾害批示不能促进组织学习？从经验
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执行，并非所有的灾害批示都能促进组织学习。
第三，促进组织学习的因素还包括组织的自我学习，即组织自身也可以根据信
息的反馈来进行自我学习，影响组织学习的因素还包括组织变革的路径依赖等，
灾害批示如何与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组织学习？总体来看，从灾害批示
到组织学习的逻辑链条还比较长，深入的单一案例研究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
尤其是从灾害批示到组织学习的完整的逻辑过程。

蔡长昆的论文《自然灾害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差异》一文以社会
资本为概念工具，将灾后的社会资本与灾前的社会资本贯通起来，而灾前的社
会资本又嵌入了“政治—社会”制度结构。作者选择了四个案例，这四个案例
分别对应四种具有不同结构性特征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这种结构性特征
又源于“政治—社会”制度结构的差异。这是值得赞赏之处。实际上，非常态
是常态的延续，从行动主体来看，灾害的行动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
行动主体，灾前就被赋予灾害响应职责的；二是突生的行动主体，灾前虽未被
赋予灾害响应的职责，但也参与了灾后响应。在实际的灾后响应中，往往是二
者兼有、混合出现。而且，无论是强制的行动主体，还是突生的行动主体，也
都是被灾前的“政治—社会”制度结构所决定的。这种分析思路对应急管理研
究至关重要，不仅实践如此，理论研究也是如此。研究源于对实践的观察，没
有实践也就无法观察，因此实践结构也潜在地决定了知识生产。在这种意义上，
文中有些观点仍然值得商榷，例如，文章认为美国的灾害研究缺乏对社会维度
的关注，这与美国灾害响应的实践结构不符。即便从文献来看，美国的灾害社
会学研究要早于应急管理研究，也就是说，美国灾害研究对社会维度的关注要
早于对政治和行政维度的关注。

肖群鹰、朱正威、刘慧君的论文《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非干预在
线评估模式研究》一文的切入视角和研究内容都非常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该
文针对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存在的失真与失灵问题，建构了非干预
在线评估模型，并以广东江门鹤山反核事件为例，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平台收
集互联网数据，进行模型检验，提出一种线下线上社会稳定风险综合评估模式。
这种取向的研究亟待发展。１９８０年代，斯洛维克（Ｐａｕｌ Ｓｌｏｖｉｃ）（Ｓｌｏｖｉｃ，１９８７）关
于风险感知（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的研究在公共政策的相关议题中得到了巨大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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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中国基于互联网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表达也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影
响。不同的是，在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中，分散的、个体化的风险感知可以通
过投票来影响公共政策；而在今天中国的制度情境中，由于政治体系相对封闭，
互联网成为公众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兴起
也使得分散的、个体化的风险感知可以形成集中的、集体化的表达，形成一种
结构性力量，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变革，这是中国现象的独特之处，亟待我们在
知识生产上予以回应。

这五篇论文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身处的风险社会的种种
景象。从论文写作的角度看，这五篇论文都是符合学术规范的，选题新颖，设
计严谨，资料扎实，结论可靠，且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从知识生产的角度
来看，这五篇论文既有有序分支性知识，也有无序分支性知识，也有有序分支
性知识向无序分支性知识的转化。

每一种知识生产都是有价值的。如何与风险共生？这是风险社会的核心命
题。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肩负起这样的职责，发展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我
们期待更多的高质量的研究，也期待更多的研究者投身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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